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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

张志强

【提要】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中形

成的规律性特征，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内涵。 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就是中华之道。 中华之道是中

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之道，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性揭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道理总

结，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人类永续发展贡献的智慧结晶。 “五个突出特性”能够准确地刻画

中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能够精准呈现中华之道的内涵。 连续性对中华之道具有奠基性意义，创

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根据，统一性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包容性是实现中

华文明统一性的必要途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表现。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

要在坚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前提下，充分实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化，创造出中华文明的

现代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一气贯通中创造转化和创新发展的现

代文明。
【关键词】  中华之道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哲学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①“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

合”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

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由中华文明的重要元

素共同塑造出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正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也是“第二个结合”的重

要内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通过“第二个结合”，把
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充分实现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重要内涵。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规律

性特征，是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内涵。 可以说，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就是中华之道，“五个突出特性”
就是中华之道的具体内涵。 中华之道是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之道，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性揭

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道理总结，也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人类永续发展贡献的智

慧结晶。
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既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结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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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创造和发展中华文明历史的前提。 作为中华之道，它是在中国创生时创造的原理，也是不断创生

中国的原理。 前提与结果的辩证法，正是源流互质意义上主体性化的生成原理。 从历史中把握原

理，从原理中理解历史，历史与原理的辩证法，也正是从后思索意义上的实践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知识

方式。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理，是在探寻中国创生开端中不断自觉形塑中国主体的主体性原理，
是让中国不断赢获自身主体性的原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论断，标志着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华之道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当代中国在中华之道

的认识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主体性自觉。 这种主体性自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一气

贯通关系的深刻把握，是对新时代在中华文明史上地位的清醒定位，是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化

主体性的最新确认，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内在一体、不断生长的文化生命体

意识的高度自觉。 中华之道，是贯通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道，是导引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之

道，是承载和发扬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主体性之道。
全面认识中华文明史的核心任务，就是透彻理解“五个突出特性”是如何为中华文明史所塑造，

又如何塑造中华文明史的。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就是系统理解“五个突出特性”
的内在关联和原理性关系；建设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一般文明理论的重要使命，就是要从“五个

突出特性”所展现的系统关系中把握中华之道所体现的人类文明共同原理。
为此，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何以用“五个突出特性”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的特性来刻画中华文明之

道？ 这表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具有众多特点，但“五个突出特性”并非

从中随意选取而来，而是因为“五个突出特性”能够准确地刻画中华文明的本质规律性，能够精准呈

现中华之道的内涵。 “五个突出特性”中的每一个都充分把握住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五个突出

特性”总体上的系统关联又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华之道的内在原理，“五个突出特性”彼此之间的关系

又从多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不同层次的原理性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五个突出特性”的论述，就是着眼于这种原理性关系。 “五个突出特性”的顺

序本身，充分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种原理性关系的认识。 同时，五个特性彼此之间又可以从总

体上构成三对关系。 连续性与创新性是一对关系，统一性与包容性是一对关系，包容性与和平性是

一对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对“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同的组合与排列关系深入解析这种原理性内涵。

一、连续性对于中华之道的奠基性意义

“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排在首位，表明连续性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之道具有奠基性意

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①

连续发展、绵延不断、代代相续的历史进程，作为历史事实，最具象地表现在“二十四史”的历史编纂

学中；作为历史记忆，最生动地存在于“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作为历史文明价值的

追求，最集中地表达于中国人的经典世界当中。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在中华文明的经史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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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统纪”的观念来表达的。 《说文》载：“统，纪也。”①统纪的本义就是将丝的线头绾和在一起，引
申而言，就是荀子所谓“求其统类”。② 在时间上求其统类，就是“传统”；在时间上求政治的统类，就
是“政统”；在时间求价值上的统类，就是“道统”；在时间上寻求政统之正，也就是确定历史时间叙述

的主体，就是所谓“正统”。 “正统”就是统纪历史时间连续性的轴心，这个轴心就是将不同的历史主

体统纪为一个统一的历史时间主体，从而形成了时间之轴。 因此，连续性之所以可能，在于能够将不

同的时间及其主体，统合为统一时间的连续体，统合为一个由统一主体承载的时间连续体。 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就是将中华文明作为历史时间的主体而形成的连续性，也只有将中华文明作为统一的

时间主体，才有所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既是连续的结果，也是连续的前提，更是在连续中

不断生成的统一主体。 中华之道首先是贯通中华文明历史之道，连续性因而成为中华之道的基础性

内涵。 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时间的统一主体的存在，中华文明才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绵延至今

的伟大文明，国家形态就是历史连续性的主体。 也正基于此，确认“正统”，就成为维系中华文明历史

连续性的关键环节，就成为中华之道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

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③ 连续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于能够将时间统合为一个具

有统一历史主体的连续体，这种由连续性所表达的历史时间的统合能力，是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

最为突出的表达。 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最为集中的表现在于，一是始终具有将自身的历史持续贯

通下去的强烈历史意志，始终具有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合为一个历史时间整体、一个不断成长的文

化生命体的历史动力，始终具有从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导引中，不断激发能够畅达生命体创造生机的

文化生命力；二是承载文化生命体成长的每一代人，都时刻具有将文化生命体的时间不断延续下去

的历史责任，具有通过将未来带入历史的同时，将历史不断带进未来的使命。 熔旧铸新、温故知新，
成为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根本原理。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④只有连续才构成道路，道路

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前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伟大图景中、在深沉

回望文明历史来路中形成的一条文明道路，是从中华文明道路走出来的现代道路，是将中华文明带

入现代状态的道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与中华文明道路的连续性，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

文化主体性。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中认识中国，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作为中华文明历史

时间的主体担纲者，作为中华文明历史连续性的承接者。 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古代中

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共同构成了一个统绪相接、连续发展的文化生命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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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性排在连续性之后，深刻表明了连续性和创新性之间的一体关联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①连续是通

过创新实现的连续，同时也只有在连续的前提下才有所谓创新。 连续性和创新性的关系表明的

正是变与常、一与多的辩证法。 连续性是变中之不变，不变中的变化。 变化如果是绝对的，就不

会有所谓连续，不变如果是绝对的，也不会有所谓连续。 变化使得连续成为可能，而不变则保障

了变化不会成为绝对否定自身的变化，成为断裂。 正是变化成就了不变的主体，不变保证了变化

是主体的变化。 连续与创新的内在一体性，表明的正是时间意义上的一多关系。 不变是一，变化

是多，一是多的前提，多也是一的前提，一与多互为前提。 时间意义上没有多的一，就是僵死无变

化，时间就不会成为历史；时间上没有一的多，就是绝对自我否定的无限断裂，时间也不会成为历

史。 因此，连续性恰恰是以创新为前提，连续是创新的结果；创新以连续为前提，创新是连续中的

创新。 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内在一体，是时间化为历史的原理，连续性与创新性的互为前提，也正

是主体性化的原理。 只有主动把握变化、积极进行创制，才会将主体连续生成下去；也只有在积

极把握历史主动、不断进行创制的实践中，才会连续生成出不断成长的主体。 连续性与创新性的

关系，深刻说明了历史与主体生成的关系，对这一关系的透彻把握，体现了中华文明最为鲜明的

特质。
关于中华文明这一鲜明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论述的：“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

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②“革故鼎新”取自《周易》革、鼎两卦，《杂卦》说“革，去故也；鼎，
取新也。”③革卦之象是火在水下，水性向下，火性向上，二者相就相克发生变革，革就是变革旧事物。
鼎卦之象是木下火上，木入于火，顺势燃烧之义，鼎就是把旧事物改造为新事物。 《革卦》彖传说：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顺乎

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④天地变化而有四季，天地以四季的变化成就万物，从而也成就自身。
汤武革命，正是人效法天地的道理而进行的主动作为。 “革命”是究天人之际而发生的主动变化，
“顺天应人”就是主动变化必须依循的道理。 是否顺天应人，是“革命”必须根据时代条件作出的判

断。 “顺天应人”是“革命”的根本条件，这表明“革命”必须顺时，必须取信于民，必须取之有道。 “革
之时大矣哉”是对变革提出的要求，变革要根据时代条件，选择变革的时机。 这是变革成功的必然要

求。 在革卦中，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于变革的态度。 首先，变革是天地之常道，天地由变化而成，
因此，中华文明从来不惧变化，而是坦然面对变化，甚至赞美变革。 其次，变革必须是人的主动变革，
究天道以明人事的目的，就是掌握变革的主动权。 这种主动权表现为对变革条件的判断、对变革时

机的选择和对民心向背的理解。 变革主动权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自我革命论的根据。 这是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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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最为通达的历史态度。 最后，变革是艰难的，但变革是必须发生的，在变革中发挥历史主动性，
掌握变革的时机和条件，是中华文明能够从变革中不断成长的道理。 在革卦的“去故”之后，鼎卦

的“取新”则是无条件的，在变革旧事物之后要不断创造新事物，《鼎卦》大象传说：“木上有火，鼎。
君子以正位凝命。”①凝命，就是在创新中巩固主体的意思。 革故鼎新，去旧取新，就是要在主动变

革中不断创新以巩固主体性。 主体通过主动变革实现了自身生机的畅达，主体也通过创新更加巩

固了自身的生机。 因此，革故与鼎新是主体性化的两个环节，是主体在不断生成中发展壮大的必

要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论述道：“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②创新性

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道理，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关系表明中华文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断裂式发展的道路。 钱穆曾说，中华文明是栽根者，向下扎根越深，
向上伸展的力量越大，根日深而枝日繁、叶日茂；西方文明则是播种者，是在不断更换主体中实现

的断裂式发展。③ 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能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在历史困局中不断承敝

通变，穷变通久、历久弥新。 中华文明创新与连续的辩证法，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
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支撑起了中华民族对历史进步性的追求，也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根本

原理。
《周易》系辞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

测之谓神。”④天道生生当中蕴含着中华文明面对历史变化和危机的智慧。 生生本身就意味着变化

的恒常性，而变化当中总是蕴藏着不测的危机。 因此，中华文明是一种把变化和危机视为常态的文

明。 中华文明是在面对一次次危机时，通过对天地之道的效法成象，极数知来，而达致穷变通久之历

史效应的。 这种智慧就是以“通古今”的方式来“究天人”，以通古今的历史思维来获得“神以知来”
的能力，从而牢牢把握住神妙不测的历史变化的主动权。 这是生于危机、长于忧患的中华文明，在艰

难困苦的境地中磨炼砥砺出的大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

进。”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艰苦奋斗和曲折探索所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在自

我革命中永葆初心、在接续奋斗中继往开来的结果，都是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继承和

发扬。 应该说，自我革命的创新性精神是接续奋斗的精神保障，也是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创造机

制。 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也是 180 多年来追求中华

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 接续奋斗的事业

观来自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深刻把握，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观；自我革命的革命观是

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集中体现，是着眼于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文明观。 这种历史观和文明观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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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一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贯通历史的主体性姿态，一种穷变通久的历史主动性精神，它深刻

表达了“文化自信”的宗旨：相信过往中华历史和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将汇聚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当下实践；相信未来中华文明的所有开展，都将经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下创

造。 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将开辟出新的历史机运。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向世界宣示了新时代中国的文化主

体性。

三、统一性的追求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五个突出特性”中，连续性和统一性具有核心地位。 中华文明以大规模统一国家的形态连

续发展，是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说：“‘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

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 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

验教训。”②五千多年连续发展不间断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而成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和而

不同的一统秩序，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根本标志。 连续必须是统一体的连续，统一是中华文明史连

续不断的核心追求。 统一性是连续性可能的前提，统一性构成了连续的主体，没有统一主体作为

担纲者，连续性便无所依托。 连续性和统一性是中国之为中国的伟大成就，二者构成了中华文明

的核心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

一性。”③“大一统”的传统是统一性的来源。 《春秋公羊传》这样定义“大一统”：“元年者何？ 君之始

年也。 春者何？ 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 曷言乎王正

月？ 大一统也。”④

“大一统”的本义是用“王”来标志历史的开端，是将时间统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因此，“大一

统”是对“统纪”的肯定。 “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⑤因此，“统
纪”就是将众丝拧成一股绳，不仅是将时间统成一个连续体，而且也是将空间里的多元性统合成一个

统一体。
所谓“一统”，就是把不同的力量，或者是多元的族群、不同的地域、多元的政治集团，团结凝聚起

来，形成一种合力，构成为一种统一的秩序。 所谓“大一统”，就是把团结统一作为价值目标加以肯

定。 重视团结统一就是“大一统”，但“大一统”并不破坏多元力量的独立性，团结就是形成一股劲，
劲往一处使，集中力量办大事。 “大一统”是统纪别丝的“丛结体”，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提法，⑥就借鉴了其师史禄国“心智丛结” （psycho-mental complex）的概念，⑦“丛结体”是对“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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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理想的恰当描绘，“多元一体”就是“大一统”的现代表达。
“大一统”之“一体”不是要破坏内部的差别性，差别恰恰是沟通的前提，差别才体现出沟通的必

要性；同样的，一体是差别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是对差别的一体贯通。 这正是儒家所谓的“仁”，将其

运用于政治，则是“仁政”。 “仁”的价值成为贯穿于中华文明中制度、个人生命、历史乃至整个生活

世界的构造性力量。 “仁”就是对覆载无私的“天”的价值提炼。 仁者境界，就是像天地一样“曲成万

物而不遗”，①包容万物，一视同仁。 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②并不是取消万物自身的个别

性，而是恰当地安排个别性，使个别性能够彼此和谐共处以形成秩序，即“弥纶天地之道”。③ “大一

统”的价值基础是效法天地之无私的仁，“大一统”表达的是建立在天人一体意义上的“天下一家”的
社会政治理想。

“天下一家”原理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在天下政治中的落实，也是中华文明对政治正当性的

基本理解。 “天下为公”成为中华文明最为核心的价值追求。 “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实际上表明

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观，是一种“天为主，人为客”的世界观，真正的主体性是达于性天的结果，是在

人不断从自身内部发现天性的过程中形成的。 通过这个过程，人不断发挥内在之天德而成长为参

赞天地之化育的“大人”。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过程，是个人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与更为广大的

世界融合为一的过程，是人的德性和智慧共同成长达到与全人类同命运共呼吸境界的过程。 这种

世界观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世界观。 主客对立中形成的主体性，是一种宰

制自然与他者的封闭的主体，体现了一种反客为主地对待自然和他者的主体态度，是一种以区隔、
等级和冲突为主题的文明状态。 这种文明的核心价值完全不同于以一体之仁包容差别世界的中

华文明中和之道。 “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最终落实于“天下一家”的天下共同体建设，落实为以

全体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天下一家”原理是天下为公的原理在天下政治中的落实，也是中

华文明对政治正当性的基本理解。 中华文明的天下政治理想是超越霸者的人民政治，是克服文明

等级、消弭文明冲突的王道政治。 这是“大一统”政治原理的内涵，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政治原

理的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

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
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④

中华文明对统一性的追求建基于中华文明的宇宙论和价值观，贯穿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全过

程，是经过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历史证明的核心价值。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中国大

地上由包含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中国人民团结凝聚而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统一

性的追求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所系，团结统一也是形成人

类命运共同体必然遵循的价值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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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包容性是实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必要途径

中华文明具有的包容性，实质上是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中华文明统一性的

必要途径，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和平性得以实现和彰显的必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论

述道：“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

共识。 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

一体的中华民族。 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延绵不断。”①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天下

一家”原理的价值体现。 在中华文明中，“天”是最高的原理，“天”实际上就是天覆地载的“这个世

界”之整体本身，天覆地载之无私，成就了时行物生、有物有则的“这个世界”整体的内在秩序，也成

为人文德性的根据。 没有比“天”更高的原理，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其他的世界，世界只有这一个。
“一个世界”意味着没有比让“这个世界”存续更高的原理和价值，没有比让“这个世界”本身存续的

秩序更高的秩序。 维护“这个世界”的生存发展，是政治的最高德性。
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对天的信仰，就是对我们所生息的“这个世界”的信仰，就是对天道生生的信

仰。 它并非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信仰。 一神教的信仰，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造物，以制作代替生生，
以一种高于“这个世界”的主体性来主宰世界。 作为一神教影子的现代主体，则不过是将这种绝对超

越的神性置于个体之中，演化为一种现代主体而已。 现代占有性个人主义就是这种现代主体的社会

政治的表现，根据这种个人主义，自然不过是开发的对象，而他人也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天道生生

的信仰，则是把“这个世界”的整体、把“这个世界”中的全体人民，包括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所有人，
都作为目的而非对象，都作为天下的主体而非客体来对待。 它以“这个世界”的存续、以全体人民的

生存发展作为政治的根本遵循。 这是生于危机、长于忧患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中不断开阔胸襟而获

得的大情怀和大格局。
包容性来自于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德的效法，包容性的实现途径也正是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

值的忠恕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

并蓄的开放胸怀。”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最深刻地说明了中华文明确立共同价值的方式和

途径。
交往交流交融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和确认共同价值。 这意味着价值不是单方面被颁布或宣告的，

不是由单方面以所谓普世价值的方式强加给对方的。 因此，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不是价值内涵的差

异，而是确立价值方式的不同。 毋庸置疑，确立价值的方式，从根本上影响着价值实现的方式，从而

也在根本上影响着价值内容的真假。 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共同价值”从更为

全面的角度补充了普世价值缺失的维度，更为根本的不同在于，共同价值是一种与普世价值不同的

确立价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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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是内在于共同体建设实践中的价值准则，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就来自这种价值准则。 中

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共同价值结晶，也是导引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的共同

价值理想。 在中华文明中，共同价值的起点也是个人，不过这种个人，是处于家国天下关系之中的个

人，这种个人是所谓“仁者人也”的个人，①是具有仁的道德感通能力的个人。 仁由个人推扩出去而

及于家国天下，就成为大群相处之道的“仁道”，成为“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②成为“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的“天下为公”的秩序。
中华文明中“共同价值”的确立方式，正是仁的两种确立方式，亦即“忠恕之道”，③尽己为忠，

推己为恕。 只有“尽其在我”地对待他人，④才能够真正设身处地做到推己及人；只有真正设身

处地、推己及人地为他人着想，才能够真正尽其在我地对待他人。 恕道不离忠道，如果没有尽

己则无所谓推己，成己成物相互关联。 因此，共同价值是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沟通中确立的价

值，是使相互理解、彼此感通的交往行为成为可能的道德原则。 忠恕之道是形成共同价值的实

践原则。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充分体现了共同价值的确立方式。 包容性来自于对价值的相互承认和共同

认定，这种相互承认和共同认定是在忠恕之道的运用中完成的。 交往交流交融必须以忠恕之道作为

内在准则，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以忠恕之道的方式确立共同价值。 通过忠恕之道达成的共同价值，就
是包容性最充分地体现。

在中华文明史上，多种宗教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的突出表怔，是贯彻忠恕

之道的仁政带来的局面。 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也正是将“天下一家”的理想

广泛运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充分体现。

五、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表现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价值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性是这样论述的：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

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 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

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⑤

和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对和平性的坚定追求构成了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理想。 和平性奠

基于中华文明看待世界的根本态度和组织生活世界的根本方式，奠基于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和价值

观。 和平性与包容性的内在一体性，是由中国哲学的宇宙论和价值观所赋予的。 如果说包容性中蕴

含着中华文明确立共同价值的方式和实现共同价值的途径，那么，和平性是这种共同价值呈现出的

共同精神和共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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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性最能体现中华文明对待矛盾对立的态度。 《周易》泰卦彖辞说：“泰，小往大来，吉亨，则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象传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①泰，指的是天地相交，万物因而发育成长、顺遂、和畅的状态。 天地阴阳二气相交相通后

自然出现的状态就是泰。 天地交而泰，泰而和。 对立面之间由于相交通，反而会带来泰而和的局面，
对立面之间由于交通而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太平境界。

因此，和平性建基于中华文明对天地生生、天道至公的信仰。 关于天地之道，《中庸》说得极为精

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

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②天地之道即大公之道，是可以和而不同、不
齐而齐的大公之道。 万物之间、主义主张之间，犹如四时和日月的“错行代明”，是可以并行不悖、并
育不害的。 所谓天下，就是为天地所覆载的万物整体，是时行物生、有物有则、至大无外的天地共同

体。 仿效天地无私之德的治天下者，都必须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养。 因此，“天下为公”就是治

天下的根本道理。 《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③就是在阐明这个基本的政治原理。
以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自然会以他者为重；以天地生生为念，自然会以共生的态度对待他人，以交

通成和的方式对待矛盾对立。 但是，如果以天下为私产，自然会以自我为中心，以霸权思维对待他

者，用党同伐异的态度对待矛盾。 中华文明史上没有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炮舰政策和强迫性文化输

出，这种建基于中华文明哲学根基的根深蒂固的和平性，与奉行丛林法则的新老帝国主义有着本质

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

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
小圈子。”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被中华文明的历史证明了的和平性，它来自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始终不移地坚持和平性就是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维护和发扬。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

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激活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深刻揭示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
是要在坚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前提下，充分实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现代化，创造中华文明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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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形态。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定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一气贯通中创造转

化和创新发展的现代文明。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丢弃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中的任何一

个，丢弃了任何一个就不是中华文明，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和创新性辩证统一的内在要求。 我们也

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不以你死我活的斗争处理不同文明间的关系，而是主张在文明的交流

互鉴中不断升华出一种更大规模的人类文明共同体，通过共同面对人类世界的危机挑战而团结在一

起，组成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最终会产生一种对于不同文明具有最大包

容性的大文明。 这种大文明并非是以单数的文明取代复数的文明，不是终结于一神教意义上的单一

文明霸权，而是创建一种各文明各得其所的更大规模的文明形态。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表明，中华文明是具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力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将带来一个人类

大团结的大文明共同体，带来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732）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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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o of China：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 Zhang Zhiqiang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develope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five aspects： continuity， creativity，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fulness. They are also the
embodiment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is the Dao
of China， that is， the wa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revelation of the
principle concerning why China is what it is， the summary of the reason of the unity and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nkind. These five characteristics
accurately delineate the essential norm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recisely presen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ao of China. Continuity is of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to the Dao of China， while creativity is the intrinsic
basis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Unity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clusiveness is the necessary way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peacefulness has expressed the value of the inclusivenes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build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o modernize and create a modern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the premise of upholding and realizing thes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must be a modern civilization that creates， transforms， and develops
innovatively in the light of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Zhang Wentian's Survey i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A Case
Study on The Notes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 / Yu Huamin， Ma Doucheng

The survey i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conducted by Zhang Wenti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quintessentially an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surveys . This surve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made great
achievement through scientific and meticulous work by delving deep into the grassroots cadres and peasant
masses in the countryside. After concluding this survey， Zhang Wentian sent the report titled The Notes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d by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Marxist epistemology， Zhang carefully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He
systematically and precisely illustrated the purpose， significance， methods， and other issues of the Party's
survey research.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in pursuit of truth， this report
proposed many innovative arguments and offered many insights with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t greatly enriched the Party's theory of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It holds significant meaning even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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